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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以来，该制度在我国的巨灾风险预防以及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经过多次调整完善，但是与国际先进模式相比，在组织框架以及运行模式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从研究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入手，对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的组织框架以及运行模式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不足，最后并就这些问题，从建立部门协调机制、重视市场化的分散作用、加强防灾减灾教育、重视灾前的主动预警以及构建巨灾指数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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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nning mode of catastroph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came into being after the birth of New China. It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of catastrophe risk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disaster work. Although adjusted for many times, it still has some shortcomings comparing with the foreign advanced ones in the framework and running mode fields. Starting with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atastrophe risk manag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its framework and running mode. Based on this, it analysis its shortcomings, and makes suggestions about Establishing depart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Valuing disjunction function of mercerization ,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 Valuing the initial early warning before the disaster, and Establishing catastrophe losse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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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地震、干旱、洪涝、暴风、泥石流等各种自然灾害几乎年年发生，巨灾风险以及应对形势十分严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央和各级政府为预防和减少各类巨灾事件，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法律法规，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灾害救助体系和相应应急机制，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但是与国际先进的巨灾风险管理相比较，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无论是在管理组织体系的总体框架结构构建，还是在管理模式的系统运行效率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弊端。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的巨大阻力，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补充和修正。因此，从历史层面研究分析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从现实层面研究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组织框架和运行模式，并在这一视角下探究我国当前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从点到面，虽然经历了诸多变革，但是始终围绕着发展这一条主线，进行着系统化和深入化的变革。根据各个阶段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侧重点不同，本文拟将建国后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主要是以单项灾害的应急管理为主。1949年夏秋之间，长江、淮河、汉水和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受灾人口高达4500多万，考虑到当时严重的灾情，中央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专门设立水利部来管理洪涝灾害。在此之后，按照分类管理、统一协调的方针，1950年2月份，内务部组建中央救灾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亲自担任主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国家级灾害指挥管理部门，然后分别设置农业部、林业部以及地质部、中央气象局等相关部门集中管理农业灾害、森林灾害、地质地震灾害以及气象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工作，并分类制定了诸如《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49）、《内政部关于生产救灾工作领导方法的几项指示》（1952），以及《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治森林虫害的指示》（1957）等一系列灾害管理法规，初步形成了专项灾害的集中管理模式。这一阶段的巨灾管理制度大多分散，缺乏统一的协调，重视灾害的救援和居民安置，而忽略灾害的预测和监控。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从单项灾种应急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多灾种的综合防灾减灾管理体制。20世纪60-70年代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发展时期，也是建国后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第一次高潮，诸如1959-1061年全国性三年严重干旱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等全国范围内的巨型自然灾害大都发生在这一阶段。在这种严峻的灾害形势下，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实践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协调成本，使得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将不同的灾害按照大的类别进行系统化的综合管理：1964年，中央政府成立国家海洋局配合水利部统一协调管理全国范围内的洪水预防、海洋监测以及河流治理工作；196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将地质部的部分工作任务直接转交给地震科委，统一管理全国地震预防和抗震科研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把主要自然灾害链（如地震与地质灾害、台风与水灾等）的应急对策综合起来进行立法，制定规划；把灾害或危机事件的“监测、预防、应急、恢复”全过程的减灾管理对策综合起来，协调实施。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末）。这一时期，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从注重政府部门灾害协调管理到重视全民灾害风险预防的转变，这一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一次重大飞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规划的帮助下，中国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得到快速发展，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大力加强减灾工程和非工程建设，国家防灾减灾能力明显提高，灾害损失占GDP比例有了明显下降，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巨灾风险管理运行机制。1998年出台国务院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为政府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信息服务和辅助决策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于2002年4月成立，开始围绕国家综合减灾事业发展需求，认真履行减灾救灾的技术服务、信息交流、应用研究和宣传培训等职能。在这一时期，按减灾管理的行为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民间团体、家庭）纵向综合起来，形成一体化管理，强调灾害或危机的预防工作，并把灾害预防作为主要内容纳入防灾减灾规划，甚至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或国土开发规划结合起来。
第四阶段（21世纪初到现在）。这一时期的巨灾风险管理从全民的风险预防再次上升为风险社会的综合治理。由于国际政治环境重大变化，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恐怖活动猖獗等原因，全球开始步入风险社会阶段。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我国积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减灾活动中，把“综合防灾减灾管理体制”上升到“危机综合管理体制”，形成“防灾减灾——危机管理——国家安全保障”三位一体的系统
。2005年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应急管理科普宣教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国家减灾委、教育部、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校减灾工作的若干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减灾科普活动，广泛宣传减灾知识，提高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2007年8月30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为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提供法律支持。
二、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组织框架
1. 领导核心——政府机构
在我国当前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中央以及各级政府无疑扮演了领导核心的作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巨灾风险管理法规以及应急响应机制；国家最高行政执行机关，负责整合各级行政力量，对全国范围内的灾害救援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国家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负责各分类灾害以及各自辖区范围内巨灾事件的救援以及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除此之外，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还承担了大量的第一线灾害抢救与搜救工作，在巨灾事件面前起到突击力量的关键作用；党和政府支持下的新闻媒介在鼓舞救灾士气、宣传救灾知识等方面也都发挥着其他部门难以替代的舆论导向性作用。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诸如“一把手”负责制、对口援建、包干落户等创新方式，也是在中国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得以实施并取得很好的预期效果。
2. 关键作用——居民个体
任何制度的构建都需要人来实施，任何体系的运作都需要人来完成，这种趋势在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十分明显。首先，居民个体在巨灾风险的预警与应急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有全民风险意识以及救灾能力的提高，才能普遍参与国家的应急动员计划，配合各级政府的各项救灾减灾工作；其次，居民个体在巨灾风险的抢救中承担着桥头堡和冲锋军的作用。国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全体居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快速投入抢险救灾工作，积极配合才能推动救灾重建工作的快速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最后，居民个体的心理意识是决定灾后重建不可忽视的因素。只有居民的意识水平提高了，才能正确看待各类自然灾害，不盲目听信谣言，这样才能保持灾后社会的稳定，加快灾后重建步伐。
3. 重要保障——市场力量
巨灾风险管理中市场力量主要是指直接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资本市场。保险公司以保险的方式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参与巨灾风险管理，按照其承担的份额分担巨灾损失的财务后果，可以在众多的投保人中规避巨灾风险，进而提供市场化的保险保障；再保险公司以各种再保险安排，通过多种途径的风险融资和损失转移制度，将原保险公司所集中的巨灾风险在更加广泛的国际资本上进行转移，提供巨灾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进而鼓励它们开发出更多巨灾保险产品；资本市场的有效扩容能力可以为巨灾风险管理提供充分的风险融资，这种融资模式不仅贯穿于灾前防御投资，灾中救助，而且还是灾后经济恢复的重要有力保障。
4. 协助推进——社会团体
在当今的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各类自愿者组织、慈善机构、社会团体以及行业协会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没有庞大的组织约束和管理模式限制，因而其行动灵活，运行高效，在巨灾事件发生以后，可以快速赶赴灾害发生现场；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由各类专业人士组成，比如中国红十字会，它们在紧急医疗、协助救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有效的协助政府医疗机构进行救援；非政府组织同时作为非盈利性组织，可以广泛发动社会各界进行捐款，为灾区募集必要的灾后重建资金，同时确保社会各方爱心力量得以最快的速度最适当的方式落地，从而形成社会爱心的良性循环。
5. 后备支持——国际合作
目前，重大灾害的国际风险日益增加，各国都面临提升巨灾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的迫切任务。对中国而言，加强国际巨灾应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重大救援活动，有利于展示关心世界、关爱人类的形象，有助于充分借鉴巨灾应对经验和教训，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这就需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联合国框架下的巨灾应急准备工作，争取在国际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防灾减灾交流，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的多边、双边合作；加强在灾害管理、减灾技术、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尽快完善接受和派遣大规模海外救援队伍实施救援的实施方案，建立和完善国内民间组织参与国际防灾救灾工作的相关制度。
图1： 我国巨灾风险管理运行架构图

三、我国现行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运行模式
1. 巨灾组织指挥系统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为国家减灾委员会。200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民政部、国家气象局等多部委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减灾委员会”，同时成立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作为我国政府常设的最高级别综合性巨灾风险管理指挥系统。国家减灾委及其下属的国家减灾中心和减灾救灾标准化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在于组织、协调全国抗灾救灾工作，围绕国家综合减灾事业发展需求，制定国家层面的巨灾风险管理战略规划、颁布实施防减灾政策法规、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和防灾减灾标准，以及组织实施国民防减灾科普教育教育工作，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灾害管理活动。
2. 巨灾灾情会商机制
　　依托于国家减灾委，在长期的灾害管理实践过程中，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中央到地方的灾情会商机制，其中国家建立的预警预报体系包括：气象灾害监测预报体系，地震监测预报体系，洪水预警预报体系，森林和草原防火预警体系，农作物和森林病虫害预报体系，海洋环境和灾害监测体系，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体系以及民政灾情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通过各类灾情会商机制的建立，可以及时了解掌握灾害信息，准确把握灾情发展趋势，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提供指导。
3. 巨灾应急预警系统
　　以国务院2005年5月颁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及相关的部门预案为标志，我国开始正式形成自然灾害应急预案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不同灾种的应急预案，也包括省级、地级、县级、乡村及工厂、学校的应急预案。目前，全国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８０％的地、县制定并颁布了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紧急预案，初步建成了中央、省、地、县四级联网的灾害信息平台。在重大灾情发生后，各级政府可以根据预案规定的条件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系统，及时组织灾害救援。
4. 巨灾救助系统
　　为了有效地动员社会支持救灾，我国逐步形成了较为发达的救灾社会动员系统，其主要内容包括：发生大灾后的社会捐助、经常性捐助、地区对口捐助、集中捐助活动等。同时在民政部的统一协调下，大力推进民间组织、志愿者参与巨灾应急工作，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提升国民参与应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支持，已经成为巨灾动员系统的重要力量，成为战胜巨灾的主要保障。
　　6.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管理系统
　　全国灾区民房的恢复重建由民政部统一指导，重大灾害由国家发改委，组织协调，在地方，省级一般由民政厅负责，市、县则主要由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民政部门负责落实。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灾害重建款项以及相关物质的发放，灾民的安置，对口援建项目的对接落实，一般都由民政部负责，同时国家派驻审计监察都部门全程进行监督。
图4-1-2 我国巨灾风险管理运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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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当前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的说来，在巨灾风险管理上，近几年的发展水平，比过去已经有了不少的进步，无论是在灾害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方面，还是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体系的构建，以及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体系的全面动员令领域都日渐完善，但是我国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在机制设置上，分散化部门化的巨灾管理普遍存在，综合巨灾管理积弱。虽然我国在风险管理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管理体制，但这种管理体制一方面是以分领域、分部门等分散管理为特点，缺乏综合性与集成性；另外一个方面，中央各部门以及各有关省区在应对巨灾过程中，相互间的协调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缺少充分有效的协作和共享机制。这种分散的管理方式不仅不利于提高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也不利于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第二，在制度构建中，过于注重政府的力量，市场化保险机制作用有限。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灾害面前过于注重自身的财政力量而忽视了市场化的保险力量，这就使得国家财政以及政府部门的责任范围过于集中，巨额的财政支出打乱了原有的计划，给其他重大项目的实施造成障碍，而且还容易滋生民众依赖心理，还削弱防灾减损意识，不利于实现社会风险单位防灾的激励目标，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在管理模式中，对于工程物理预防过于偏重，宣传教育却明显滞后。目前我国对于巨灾风险管理中的工程性措施，即对于具体的某种巨灾所进行的防御管理较为严格。多年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进行各种减灾工程建设，大量的水坝、地震观察站点陆续建立，并且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然而在非工程性措施方面，例如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以及推进地震灾害保险、救灾资金与物资储备工作等，长期以来的忽视使得我国投入和准备不充分，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于巨灾风险的危害认识显然不足。
第四，在运行过程中，大量资源集中于灾后重建和救援，灾前预警应急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在防灾减灾的巨灾风险管理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巨灾风险的预警与应急体现建设方面，我国则明显落后。预防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城乡之间、流域和中小河流的上中下游之间的责任不清楚，整个巨灾风险管理的监测预警网店密度还不够，而且分布十分不均匀，预警服务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五，在损失计量方面，过于注重损失后的计量，综合化的评估机制依然欠缺。我国当前的巨灾风险损失评估过分注重巨灾事件发生后的损失评估，而对巨灾发生之前的风险预测没有充分合理的体现，总体评估的指导思想过分被动，巨灾预警方面以及防灾投入方面的指标以及评估机制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部分巨灾风险的评估都主要涉及强度和频率以及次生灾害数量等工程物理项目，而在影响范围的精确估计、人员伤亡的量化情况分布、财产损失状况尤其是间接财产损失的计量、资源和环境变化及承载能力等方面在指标的构建以及评估模型的选择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五、完善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发展建议
1. 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巨灾风险管理制度
针对当前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过程中存在的分散化问题，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加强关于减灾政策协调的力度，在各个灾害管理职能部门之间建立起定期的会商制度，强化自然灾害危机管理和多元力量整合机制，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整合政府体系内部资源，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行动整合，使各种应急管理要素形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相互协作，快速联动；其次是要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巨灾风险综合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加强辖区自然灾害区划、减灾规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行动、救灾救济基金、恢复与重建等项工作，从而实现明确目标、分级负责、协同作战，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后，要加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减灾职能协调的力度，完善减灾管理机制，充分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用。这样，通过探求建立不同空间尺度的综合减灾范式，将大大有利于提高减灾资源的利用效率。
2. 重视市场化的分散作用，适度调整政府的管理职能
当前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分强调政府的宏观管理作用而忽视市场的微观分散功能，因此要适度对政府的巨灾风险管理职能进行调整，而建立中国特色的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在现有体制下扩大市场作用，建设更富有效率的新型创新制度。本文认为中国可以效仿国外，设计一个政府支持的多层次的巨灾保险风险分担机制，实现政府和市场在地震巨灾风险管理中的有效结合。在这一模式中，将政府的职责定位为组织引导，为巨灾保险制度方案的实现提供法律、会计、税收与金融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而将费率的拟定、条款的设计、损失的转移等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交由市场，由商业保险公司自行运作，分阶段制定适合国情的政府和市场分担比例，这样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提高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运行水平。
3. 加强防灾减灾教育，努力提高居民个体的防灾意识
减灾教育是提高减灾能力的基础，亦是全民风险意识养成的重要措施。纵观发达国家的巨灾风险管理现状，减灾教育活动尤其是学校减灾教育与公众防灾意识宣传等类似活动十分普及。国外的学校减灾教育在注重实践的同时，对于居民减灾意识的培养也十分重视。在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的减灾宣传和救灾技能培训等方面，我国目前随着《国民经济动员法》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国突出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虽然有所改进，但是依然不够，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防灾减灾”教育，加强社区灾害管理势在必行。因此在未来的巨灾风险管理过程中，我国应该针对不同文化环境，从多个层次开展宣传与普及工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传媒手段，普及风险与避险知识；并且通过整合各种传媒渠道，形成持续与系统的防灾避险知识全民普及系统；建设和完善不同文化环境区域的“安全文化”推进设施，使社会各界都自觉加入到巨灾风险综合防范体系过程中。
4. 重视灾前的主动预警，建立完善的灾害预警体系
巨灾风险的主动预防，首先要加强城乡防灾规划建设。比如，在地震带的城乡防灾规划上，对房屋布局上要留有空间，在施工标准上要考虑防震需要，对地震多发地区不得盖有高层建筑，尤其是对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商场等场地要重点设计和规划，在建筑质量上严格把关,制定严格的标准；其次是要建立逐级上报预测机制，震灾害预测、预报要做到政府科学预测与民间预测相结合，人防、物防和技防相结合，对于丝毫线索都要引起高度重视。只有科学及时的预报，才能大大减轻灾害损失；最后还要加强社区居民预防工作，建设一个抗御灾害能力强的社会和社区，提高自救、互救的能力，加强地区、社区和单位等的防灾对策和危机管理功能，鼓励行政与企业、市民等进行横向合作，促进抗御灾害能力强的社会和社区的建设。
5. 构建巨灾损失评估指数体系，完善风险量化方法
随着巨灾风险评价过程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移，传统的单一成因机理分析和统计测量开始被与社会经济条件分析相紧密结合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所替代。巨灾损失指数作为一种可以测度相对变化程度的加权量化指标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建立在模型模拟基础上的单一指数法和综合指数法也开始广泛应用到巨灾损失的评估过程中。因此，研究巨灾损失指数的基本属性和统计特征，构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反映中国灾害损失分布特殊性的指数体系，并将这一指数体系应用于巨灾风险的综合评估和巨灾风险管理制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是在方法论探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前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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